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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创新在近年的国家发展战略

地位提升的背景出发，首先综述了创新

研究的学科背景与理论基础，提出在城

市规划领域，土地供给与创新需求的错

配是阻碍创新“锚固”的主要原因。为

应对创新的土地供给需求，从创新原发

端、规划响应端进行二分法的论述。在

创新端，总结了创新原发的时空特征、

空间依赖特性与规划价值取向，得出创

新原发的偶然性特征，城市规划应当在

良好的制度环境建设上响应；在规划端，

提出城市规划的“先验”难料与“后发”

迟滞矛盾，并由此剖析应对创新的土地

供给困境，核心在于刚性与弹性、“先

验”与“试错”、强制性与引导性内容等

三对关系的错配。最后，提出规划消解

的路径，即理顺上述三对关系的互耦关

系、结合城市发展实际与规划编制需要，

以“试错”型的弹性管控对应“清单”

式规划，“先验”型的刚性管控对应“红

线”式规划。

关键词 创新；土地供给；先验；试

错；刚性；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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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Error and A-Priori: Innovation Drive, Land Supply Dilemmas and Planning
Responses
ZHOU Zihang, ZHANG Jingxiang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innovation drive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mismatch between land supply

and demand from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the main obstacle to innov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this paper discusses both the origin of innovation and the

planning responses. In the innovation perspective, based on a demonstration of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ependence, and value judgement in making

planning decis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ccidental innovation initiative

should be reinforced by a sui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urban planning

perspectiv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lemmas of both predictive errors in the

proactive planning approach and time lags in the reactive approach and the

consequent implications on land supply. These boil down to the issues of balanc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n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a priori targets and trial-and-error

incrementalism, and regulatory and advisory tool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problem-solving suggestions, inclu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e pairs of

opposing planning approaches, using trial-and-error and flexible tools to tackle white

list issues, and taking rigid control approaches in the management of red line issues.

Keywords: innovation; land supply; a-priori; trial and error; rigidity; flexibility

自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创新（innovation）作为

国家首位发展理念得到了空前重视，并被视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体现（王缉

慈，2019）。城市作为创新原发、创新转化、创新扩散与创新锚固的空间“主战场”，实

质是创新要素与城市空间供给建立的双向选择的互耦关系（方创琳，2013）。尤其在

2020年“新冠”疫情的国际局势与“双循环”的政策背景影响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业已发生了显著而深远的重构：一方面，“新冠疫情”迅速解构了原本牢固

缔合的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城市价值与城市竞争力势将重新洗牌；另一

方面，以“内循环”为主旨的局部全球生产链（global production chain）脱耦对“中国

智造”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引导产业向创新方向发展方能消解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地位下降的风险。因此，创新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城市规划应当给予创新发展开放

的制度环境与适配的土地供给，方能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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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百年前熊彼特 （Schumpeter J，
1934）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学界即已开

展面向创新的研究。1980年代以来，西

方经济发展向后福特主义 （post-Ford⁃
ism）转型以来，创新研究成为制度经济

学 （Scott A，1988；Storper M，Walker
R， 1989）、 经 济 地 理 学 （Amin A，
Thrift N，1992）、人文地理学 （Florida
R，2002）、城市规划学（Hall P，2003）

“群雄逐鹿”的领域。我国学界对创新与

创意集群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研究视

角多从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

出发，主要探讨产业与创新集群（钟书

华，2008）、区域创新系统（苏屹，等，

2016）、城市创新职能 （吕拉昌，等，

2010）、城市创新体系与创新联系（吕拉

昌，等，2015）、城市创新评价 （宋河

发，等，2010）、创新街区营造（许凯，

等，2020）等。现有研究已从理论与实

证的角度解决了创新与经济、区域发展、

城市竞争力等世界观层面的问题；但在

城市规划领域，创新研究多集中在区域

尺度的宏观战略引领、微观个案的合理

性议定与评述等方面，中观层面的创新

原发、转化、扩散与锚固的过程与规划

的合法性、土地供给的适配性、空间使

用的适用性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该类研

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创新的土

地供给困境。

从国家层面给予创新的政策支持维

度分析，自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明确国家层面应对创新的经

济产业发展路径以来，2017年“十九大”

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18年博鳌亚

洲论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变革创新是

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创

新集聚（innovation cluster）成为城市发

展的必然路径（图 1）。然而，土地供给

与城市规划层面的制度响应却始终难以

与创新发展并肩而行，似乎总在“拖后

腿、使绊子”，成为创新落地的制度阻碍

（李鑫，等，2011）。这一困境的本质，

是创新地理研究与面向创新落地的城市

规划实施的脱节，导致在空间供给上缺

乏中、微观层面的接口，从而导致了创

新向实际转化的终端阀门壅塞。因此，

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实现对创新发展的积

极响应，在土地供给层面上既能守住刚

性底线、又能应对创新需求，成为亟待

开展的时代命题。

1 创新端：创新原发的时空特征

与规划期许

现有制度条件中，城市规划所掌握

的土地供给权是直接决定创新落地的空

间先决条件。在实践领域，产业与创新

政策大开绿灯、土地供给政策畏葸不

前，“一地难求”的现实问题导致创新

源外流、花落别家的案例屡见不鲜（张

心淼，2010；朱敏，等，2012）。因此，

研究建立创新原发时空特征与城市规划

对于创新发展的期许之间的互耦关系很

有必要。

1.1 创新原发的意外与偶然：创新的空

间依赖特征

在我国，创新集聚（集群）的主要

研究是基于产业集群相关理论而衍生的，

其主要思想滥觞于集群与竞争优势理论

（Porter M，1998）、新产业区理论 （Be⁃
cattini G， 1989）、 新 产 业 空 间 理 论

（Scott A，2016） 等。在“集聚产生效

益”的思想指导下，一系列以国家级和

省级新区、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具有自上而下特征的，寄希望以政策扶

持、政府干预为手段实现高新 （知识）

产业集聚，进而实现创新集聚的空间生

产手段广泛开展（图 2）。然而，空间集

聚是否对创新原发产生效益这一问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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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层面有关创新发展的政策表述
Fig.1 Policy statement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the national scale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绘

图2 现有21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21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绘，底图审图号GS（2020） 463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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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质疑：①地理临近并不能促进创新

原发要素的集聚；②在去地方化（delo⁃
calization）发展背景下，利用税收让利、

政策偏扶实现的地理临近只会导致区域

锁定（regional lock-in）与创新停滞；③
现状以产业园区开发的模式不能从空间

上引导产业向高级化发展，而是向规模

化方向发展（朱华友，等，2015；王缉

慈，等，2019）。
以华为、小米、阿里巴巴、大疆等

成功企业的后发经验来看，原发创新的

空间选择存在诸多意外与偶然。这不由

让人思考，原发创新是否存在空间的自

相关与空间依赖。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

是地理学第一定律 （tobler's first law）：

相临的事物关联更紧密，并存在空间依

赖 （spatial dependence） 特性，集群是

其空间分布形态之一 （李小文，等，

2007）。然而原发创新的诸多意外表明，

创新的空间依赖特征并不明显。那么，

究竟集聚是增加了创新原发的可能性

（1/N+1/N=2/N），还是集聚增加了创新原

发的相关性（1/N+1/N＞2/N）？
诸多针对创新城区、创意街区的研

究表明，创新的地理格局正在从过去位

于郊区的孤立产业园区向更密集、更混

合的城市核心迁移（程开明，2010；吴

元君，2018）。这种整体性的趋势表明，

尽管创新原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更加

城市化、混合化、绅士化的空间环境显

然是创新原发的优势空间。此外，从城

市规划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增加创新原

发的可能性，亦或是创新原发的相关性，

其殊途同归的目的都在于，通过创新增

强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从而实现城市发

展的根本目的。因此，促进创新要素集

聚，提供适配的土地供给成为城市规划

应对创新发展的必然。

1.2 创新应对的价值取向变迁：GDP

导向下的“无用功”

对于城市地方政府而言，在创新发

展逐步成为国策的背景下，创新发展的

路径成为城市开发与建设的必然。地方

政府提供密集的创新培植政策，如划定

开发区、创新发展实验区、研创园等给

予特殊偏扶政策的街区、园区，旨在促

进创新集群的空间集中，进而促进创新

原发的可能。这类享有政策红利的街区、

园区，即为城市在一段时期内核心扩容

区域与主要发展方向，是城市规划主要

编制与审查的重点。然而，囿于地方政

府企业化倾向、地方财政实际情况、规

划土地供给层面的复杂现状，导致培植

创新的目的本质是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增

长的手段，而不是本质上为了促进创新。

城市规划在应对创新的土地供给时，

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首先，受到近年

对于城市增长的严格控制，大城市存量

用地明显不足，且需要应对高额的土地

收储、拆迁补偿、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等

费用。这与增长主义时代下“以地换钱、

以钱养地”的空间发展逻辑不同（张京

祥，等，2013），创新发展似乎成为了

GDP增长导向下的“无用功”，因此受制

于外部因素，城市规划土地供给层面不

得不在难以盈利的创新用地（Ma、M0、
M创）供给之外，注入可以盈利的土地

用途（如居住用地等），以避免地方政府

举债建设的困境。

其次，创新集聚不能立竿见影，导

致周期换届的城市与新区政府急于求成，

寄希望以短、平、快的模式参与到创新

价值链的竞争中，以培植产业集群的方

式培植创新集群，最终导致空间供给方

式园区化。园区化的创新土地供给导致

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发生异化，不再

以高级化、创新化的方式发展，而是以

规模化、量产化的模式进行空间拓张，

最终导致创新的土地供给实质上与早年

的产业园、经济开发区无异（图3）。

1.3 创新原发的城市规划期许：“有心

栽花”与“无心插柳”

在地方政府积极有为、主动提升城

市创新竞争力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对于

创新用地策略往往是“有心栽花”，即腾

挪城市其他方面的用地支出，促进土地、

政策、管理要素向创新发展偏移。然而

从结果层面而言，创新原发的诞生往往

是“无心插柳”，其原发的空间往往出乎

地方政府意料之外。这种空间供给侧的

意外与错配使得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

始终处于“被动跟进”的地位，表现出

对于创新原发对空间需求的“先验”不

足，与创新萌发之后规划与土地供给策

略跟进的不断“试错”。

正是在各城市地方政府积极进取、

开展“创新锦标赛”的政策环境下，地

方政府对创新的期许则更加偏向于立竿

见影，因此在创新类型的选择上，也更

加倾向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效率驱动型

创新。这类创新的培植在经济、产出、

回报上都具有稳健的投资收益，能够迅

速获得城市在创新价值链上的位次升级，

从而在“创新锦标赛”中拔得头筹。在

城市规划层面，这类空间的供给方式明

显较科学研究、客户体验、工程技术型

创新简单易行，园区化的空间供给、低

廉的地租条件、让利的税收扶持即可满

足其需求。因此，基于效率驱动的创新

空间供给大行其道，成为目前各类新区、

自贸区主流的空间生产方式。

然而，由于创新萌发的“无心插柳”

与偶然性，在“创新锦标赛”中落后的

城市只能选择进一步加大创新要素投入，

期望通过加速创新的空间集聚从而增大

创新萌发的可能性。以南京市为案例，

其原发创新的基础要素资源十分丰富，

科研、人才资源均处于前列，但就其创

新成果（专利数）、众创氛围（众创空间

数）而言并不显著（图 4）。这并非说明

南京在创新应对层面缺乏主动性，而是

恰好说明：城市规划仅能给予创新原发

与培植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不能越

俎代庖、大包大揽。

2 规划端：制度响应的“先验”

难料与“后发”迟滞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对于空间维度最

主要的公共政策与管制措施，直接决定

创新是否落地与本地化“锚固”。然而，

不同于政府与市场资本主体交易的二元

图3 江北新区空间形式“园区化”的
科创空间

Fig.3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bei, Nanjing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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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binary intervention）、政府参与管

制并衡平市场多个资本主体交易的三元

干预（triangular intervention），我国的创

新土地供给作为地方政府同为土地供给

方（交易主体）与政策干预方（衡平主

体）的制度模式，介于经典制度经济学

范式 （Rothbard M，2007） 中定义的二

元干预与三元干预之间。双重角色的扮

演使得地方政府作为促进创新的、有为

的“可看见的手”，在城市规划规则制定

过程中显得无所适从，具体表现为制度

响应的“先验”难料与“后发”迟滞。

2.1 “先验”难料：创新原发与规划土

地供给的不确定性

城市规划，尤其是涉及创新项目落

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从城市的空间管

制目的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空间

利用形式的科学性、计划性、先验性预

测（周子航，等，2020）；从资本与市场

的空间选择而言，（控制性详细）规划实

际上是创新企业在空间上的“点菜单”

与“邮购目录”。对于传统的城市规划土

地供给，其科学性来源于对空间品质的

经验性总结，而对于创新原发的空间供

给，其最大的特性就是创新原发的不确

定性。因此“先验”难料成为城市规划

应对创新土地供给的必然，预先留好的

地块大小、地块性质、使用特征、城市

设计方案都只不过是规划者的美好图景

（闫岩，等，2020），在实际的创新引进、

政企招商、科创落户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土地供给与创新需求的错配。

正是由于创新原发的多样可能与详

细规划的“唯一解法”导致了土地供给

与创新需求的错配。以南京市新城片区

开发为例，南京白象片区在2007年版详

细规划中，东侧产业用地采用了小地块、

商业混合的用地模式；而在实际的科创

企业招商引入过程中，目标企业中电熊

猫液晶显示公司的空间需求是大地块、

封闭厂房模式。因此详细规划不得不在

2012年版中将东侧产业用地按创新供地

需求重新修改（图5）。
频繁的规划调整与修改不仅消解了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性与强制力，同

时让详细规划所预设的空间供给方式的

合理性遭到质疑。既然无法预测创新的

空间需求，为何要用强制性内容、实线

管控的方式去描绘一张明知会被打破的

“蓝图”（王富海，等，2013）？创新源的

空间需求是多样的，事先分配好中试空

间、大科学装置、制造生产车间、楼宇

办公等空间的使用比例既不合理，也难

以适配于创新企业的市场需求（房静坤,
等，2019）。在法定性规划的“先验”难

料的背景下，许多城市寄希望于非法定

规划层面的发展规划、战略规划实现创

新在空间上的落地。此类规划如上海张

江科学城规划、杭州“科创大走廊”规

划、武汉光谷“科创大走廊”等，希望

以专题研究、合理性论证的形式，逐步

提升“先验”层面规划的先见性、合理

性；然而实现创新的终端还握在具有土

地供给法定效力的法定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层面，非法定规划对于空间供

给与最终落地实质上还有合法性存疑的

一段距离。

2.2 “试错”迟滞：规划应对创新空间

需求的制度厚度

在“先验”无法准确回应创新用地

需求的背景下，以“试错”为特征规划

应对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先验”型规

划的本质目的在于根据城市规划的现有

经验，制定出刚性内容以保障规划意图，

该过程是前置的；而“试错”型规划强调

在城市创新迅猛发展的土地供给层面，以

弹性的手段给予灵活度，试出错误并不断

修正的一个过程，该过程是后置、后发

的。现有的“试错”型规划主要包括两条

路径，其一为通过简化规划论证、修改、

审批的流程，将回应创新供地需求的事权

下放至新区、新城管委会，从而在制度流

程上特事特办、针对性解决；其二为通

过规划层面的概括性表述与弹性供地方

式，如用地混合、战略留白地等方式，

旨在利用规划的弹性，在不调整法定规

划的前提下，实现创新项目的落地。

图4 南京市创新资源、创新能力与创新氛围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bility and atmosphere in Nanjing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2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F
�

�
�

!
K

�
E

"
�

L
�

�
K

�
"

���������-/*��U��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F

�
"

F
�

�
J

�
�

>
�

 
!

L
�

	
5

J
!

"
�

	
�
$

!
K

������>�������FU��U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F
�
�
F
�
 
!
"
�
�
E
�
�
�
"

	
�
$
�
K
!
K
J
�

���������/K�FU�U

图5 南京白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变迁
Fig.5 Changes of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 of Baixiang District in Nanjing

资料来源：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20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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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修改现有法定规划实现创新企

事业单位入驻，进而达到创新空间供给

的目的在现有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下略

显繁琐。当下大城市面向创新的用地集

中在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具有特殊政

策的区域内，通过修改已编制审批完成

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需要由企业与新

区管委会沟通，管委会与城市自然资源

与规划主管部门汇报、论证后，方可经

详细规划修改的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审

批通过后再报回管委会，并由其安排项

目落地。如若修改总体规划，修编的实

践成本更大。一方面，对于机遇稍纵即

逝的原发创新、多地甄选落户的创新明

星企业等，迟滞的规划审批流程无疑是

创新落地、锚固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

频繁的修编规划不现实，易造成城市规

划的刚性消解与法定性质疑，城市的自

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与管委会之间的

规划调整事权与创新招商事权的分离使

得两部门互为掣肘，造成了制度迟滞

（institutional hysteresis）的困境。

通过弹性的供地方式实现在不修改

“先验”的规划预设的情况下，在土地供

给兼容性的背景下实现创新落地，现有

做法具体包括增设面向创新的用地分类、

规划的土地发展留白、用地功能混合等。

第一种做法如深圳的新型产业用地

（M0）、杭州的创新产业用地（M创）、上

海的工业研发用地（M4）、科研设计用

地（C65），南京市的科研设计与商务咨

询用地（B29）、生产研发用地（Ma）等

(卢弘旻，等，2020)；第二种做法包括新

加坡的白地（white zone）、上海的战略预

留地等；第三种做法包括深圳的确定地

块主导功能、放松辅助功能的用地混合

方式，上海的确定地块每类混合功能比

例、设置高限与底限指标的用地混合方

式等。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对上述两类

做法进行制度厚度 （institutional thick⁃
ness）的评析。前者遵循法律规划修编

流程，对规划进行合法性调整可被认为

“厚而有效”（thick and work），虽然其修

编、审批、供地的程序繁琐，但是该流

程为用地供给的合理性提供了充足的论

证，并且保护了规划的强制性与刚性地

位，避免了新区开发给予创新要素过分

的让利，造成一叶障目、缺乏市域全盘

用地供给考虑的困境；但是应对创新的

土地供给的特殊性在于创新要素的流动

性与不确定性，由“厚”导致的制度迟

滞也是扼杀创新落地的核心原因。后者

灵活的规划弹性编制，某种程度上可能

会导致“薄而无效”（thin and does not
work）的结果——城市规划的本质就是

“先验”与预测，尽管在创新落地的层面

上，运用弹性的、兼容性政策可以满足

创新落地的合法性需要，但是缺乏计划

的、统筹性的创新项目引入有可能造成

城市街区与园区高度的功能混杂与紊乱，

在“是好项目便引入”的指导下，势必

产生城市规划的工具理性消解。由此造

成的困境，核心在于城市规划中代表法

定意义的刚性与应对创新落地需给予的

弹性之间的冲突；也在于究竟是采用先

制定法定规划，然后按创新需求“试

错”，还是预先不明确制定详细的土地用

途管制规则，只设定功能构成、限定标

准，对其创新目标进行预设与“先验”。

3 困境剖析与规划消解：刚性与

弹性、“试错”与“先验”之辩

由于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可预

见，面对新行业、新功能、新需求对空

间的要求，城市规划的先验特性似乎总

是难以跟上时代发展，如快递用地近年

的需求激增、九年一贯制学校与中小学

分离设置的变迁、垃圾分类、防疫社区

构建等。从操作层面而言，城市规划似

乎总是将刚性特性用于应对无法更改的

“先验”决策、将弹性特性用于灵活多变

的“试错”决策，最终导致了一方面

“先验”预料不足，而城市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刚性体现）阻碍了实际上的创新

用地需求；另一方面，“试错”的方式不

明晰，导致在没有全盘统筹、甄选创新

原发的背景下，鱼龙混杂的企业可以合

法获取用地的弹性空间。这是城市规划

应对创新土地供给的三对特征的错配：

刚性与弹性、“试错”与“先验”、强制

性与引导性内容。

3.1 应对创新的城市规划刚性与弹性

错配

作为法定规划序列的总体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其规划内容包括具有

刚性效力的强制性内容、具有弹性效力

的指导性内容，分别代表两种具有不同

法律效力体现的组成部分，前者为“法

无授权不可为”，后者为“法无禁止即

可为”。

从目前来看，应对创新用地供给的

（法定）城市规划刚性内容表述集中在地

块尺度划分、用地性质、用地强度、楼

宇面积与功能等，该类内容原本也是适

用于城市对于空间品质塑造的基本保障

与价值期许，在我国近40年的法定规划

编制过程中被证明是有效的管制方法；

然而面向创新的土地供给时，创新的空

间需求大大超出了职业规划师的预想，

行业差异、新兴事物的需求、环境品质

的依赖性均不能以以往均一的产业园式

的、方格网的用地供给策略解决。如若

采用细化设计、采用城市设计的方式对

地块进行规划，又会造成刚性管制介入

了非强制领域（市场领域），规划者无法

预知潜在甲方的空间需求，导致了空间

市场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固定形制的“萝

卜坑”，只有唯一适配的原发创新企业方

可入驻。而这一特点显然与激发创新、

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发展初衷不符（图6）。
另一方面，应对创新用地供给的

（法定）城市规划弹性内容提出的目的旨

在应对创新的不确定性，不固定用地性

质、用地混合、楼宇面积要素，甚至采

用组团、街坊整体捆绑开发的模式，鼓

励甲方（创新用地供给对象）自行根据

自身适配的形式组织内部空间。这种供

地方式可一定程度地解决规划响应制度

迟滞的问题，同时利用列禁入清单、限

定功能、限定企业门槛、限定生产方式

等形式，规避了一定的风险。但是，这

种供地方方式的过多很容易导致用地的

低效混合：由于市场的趋利特性、地方

政府在“创新锦标赛”中获胜的迫切需

求，高自由度的土地供给策略极有可能

造成空间秩序的杂糅与空间功能的冲突，

并不能起到城市规划“倒逼”城市发展

的作用，变成了向盈利妥协、向规模化

妥协、向房地产妥协的结果。

3.2 刚性与弹性、“试错”与“先验”

之间的互耦关系

基于现状创新用地供给在刚性与弹

性、“试错”与“先验”之间的错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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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似乎理顺两者逻辑，建立刚性与

“试错”、弹性与“先验”的逻辑理顺与

互耦关系，便成为应对创新用地供给的

直接方法。

3.2.1 刚性与“试错”：法无禁止即

可为

对于“试错”型城市规划的创新土

地供给方案，即利用①创新类用地；②
战略留白地；③混合用地等方式进行供

地的，需要强化负面清单与底线管控的

作用——可以试错，但不能犯严重的、

违反基本城市规划原理的错误。首先，

目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不一的背景下，应

当强化、规范、统一创新类用地的大致

标准，以刚性管控的方式实现创新用地

的统一化、法定化，避免其处于非法定

规划、地方编制规程的尴尬地位困境；

其次，应当用好负面清单等约束性工具，

避免创新企业一拥而上、地方政府不加

遴选的“创新锦标赛”困境，重塑法定

规划在创新用地供给的刚性地位；再次，

应当从编制技术层面明确混合用地的合

法性，并且制定具有法定意义的用地高

限指标与底线指标，保障城市规划作为

具有空间技术特征公共政策的工具理性。

除此之外，应当大胆允许创新原发在刚

性边界内的“试错”，达成“法无禁止即

可为”的规划管理目标。

3.2.2 弹性与“先验”：法无授权不

可为

对于“先验”型城市规划的创新土

地供给方案，即利用科学的、目标导向

的空间布局，预先为创新预留因局部需

求、细节空间不与土地利用适配而产生

冲突的弹性，保障城市规划的鲁棒性

（robust），避免因“先验”对于空间形制

的定死而造成的唯一解。其供地方式主

要包括：①街坊式捆绑用地出让；②分

级编制规划、详细规划修改的事权下放；

③大地块出让、内部规划自定等。在

“先验”城市规划方案中，首先要保证的

就是规划的工具理性，即城市规划是否

能够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以做到对创新

的充足预测与充分把握，毋需讳言，“先

验”方案的编制难度远大于“试错”型

方案；其次，“先验”方案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一旦被认证，应当给予足够的执行

力，以避免城市规划公信力的消解与反

复修编详细规划的成本；再次，对于空

间形制、空间使用等具有创新个性化特

征的规划要件，应当给予其编制弹性，

要么以事权让渡的形式，将街坊（大地

块）整体出让，对其进行基础设施与绿

地建设等指标要求，其它决定权交由创

新企业；或以分级编制规划的形式，由

基层主管部门承担部分修改调整细节规

划的事权。由此给予创新企业与基层新

区政府的空间供给事权应当明确一个原

则，即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约束下，

遵循法定规划所设定的强制性内容框架

下组织微调。

3.3 规划消解：创新土地供给中的强制

性与引导性内容选择

厘清刚性与弹性、“试错”与“先

验”的关系后，落在城市规划应对创新

的相应手段还应聚焦在法定规划的强制

性内容与引导性内容选择上。涉及土地

供给层面与创新项目落地的解决，法定

规划序列（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具有

非法定规划不可替代的法律效力；且法

定规划的落实也是城市对于创新战略发

展在微观、空间与土地供给层面的合法

性落实。刚性与弹性在法定规划中对应

强制性内容、引导性内容，因此需要对

“试错”与“先验”两种范式的创新土地

供给的强制性与引导性内容进行甄别与

遴选。

3.3.1 “试错”：弹性管控的“清单”

式规划

“试错”型规划的主旨是在基于弹性

管控的基础上，排除可能产生重大错误

的负面清单，不在负面清单上的创新用

地供给需求，均可以通过法定规划赋予

其的兼容性进行解决。这一规划的范式

核心在于遴选负责任的、有发展前景的、

创新价值高的企业，在符合清单与标准

的前提下，将部分土地供给的事权让渡

至企业决定，以满足更有针对性的创新

用地需求。

以上海张江科学城为例，在企业遴

选的“清单”层面，张江科学城完整的

一套自身独立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与标准，从成立年限、科技人员比例、

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占

比、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 收入占比、

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企业无违法行为等8
个维度对企业进行严格审核，出现“试

错”条件则拒之门外，全部条件通过则

会给予更多的空间支配权。以宁波甬江

科创大走廊为例，《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

创新型产业用地 （MO） 管理办法 （试

行）》（2020年8月）第二章详细描述了

项目准入制度，其中第五条、第六条分

述了创新型产业用地（MO）的正面清单

与负面清单，并辅以严格的项目准入审

查流程。

结合现有的规划编制经验可以总结

图6 规划预设与创新需求的空间错配
Fig.6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planning projections and actual demand from the innovation economy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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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试错”型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引导

性内容范围。强制性内容即为“清单”，

是实现对创新土地供给对象做出充分考

察、甄选的工具理性方式。在通过正面

清单与负面清单的排查后，规划应当以

弹性管控的方式，将空间利用形式、用

地混合方式、不同种类空间的比例分配

等决定权让渡于可信任的市场主体，设

置上下限指标，做到政府规划管制与市

场空间需求各自做好分内之事。

3.3.2 “先验”：刚性管控的“红线”

式规划

“先验”型规划的主旨是在基于刚性

管控的背景下，提供具有科学意图的空

间使用方案、可变通调整的规划审批层

级、具有执行力的明确的用地混合指标、

强度指标、绿地与公共服务设施配件指

标和楼宇面积与空间配比指标等强制性

内容的上限与下限，严格依规划执行创

新用地的供给。这一规划的范式核心在

于城市规划的“先验”科学性，必须做

到规划内容与创新预设的大致匹配，方

可以既实现空间秩序的井然布局，又可

以达到遴选创新企业空间准入标准的

作用。

以深圳的前海自贸区为例，2013年
在《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明

确规定混合用地的上下限指标、用地兼

容性、开发强度等指标。在《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中，其

仍然采用惯常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方式，

对地块的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用地兼

容均作出明确规定。该方式有效避免了

创新土地供给向非创新的土地使用转变

的问题，由于创新的产出存在诸多不确

定性，当未设红线管控时，土地使用极

易向公寓化、住宅化、零售经营等具有

明显盈利特性的功能转变，进而造成创

新功能的消解。同时，针对用地兼容、

开发强度的限制体现城市规划的管制作

用，进而强化了对空间使用品质的约束。

“先验”型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即为

“红线”，通过科学的规划决策与空间布

局达到刚性管控的目标，并且将创新空

间供给的指标规范化、定量化，以法定

手段明确创新的接纳标准，从而达到能

者准入、庸者淘汰的空间供给目的。这

一类规划需要更加善治的规划治理体系，

在“先验”方案工具理性存疑之时，主

管部门能够迅速的响应与解决，以应对

创新原发的不确定性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城市规划作为创新锚定与最终落地

的决定性公共政策，其土地供给制度的

优劣直接决定城市对于创新的吸引度、

集聚度与包容度。本文在总结创新原发

特征与规划应对的基础上，指出当下城

市规划应对创新的实践仅停留在战略规

划、发展规划等宏观的、非法定规划层

面的原因，在于刚性与弹性、“试错”与

“先验”的错配，最终导致了创新用地的

供给无法被现有的法定规划体系所吸纳

兼容。在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尚处于建立

期间的窗口下，应当抓住时代机遇，实

现创新用地供给的法定化，使其纳入到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要点中。

实现面向创新的用地供给法定化途

径即衡平刚性与弹性的关系，具体的规

划内容体现在强制性内容与引导性内容

的选择上。文中提到的“清单式”规划、

“红线式”规划即为两种解决创新用地供

给的经验范式，且在上海张江、杭州科

创大走廊、深圳蛇口、南京江北、武汉

光谷等地取得了较好的收效。这两种管

制方式的特征十分明显：前者采用排除

法，不适者禁入；后者采取甄选法，适

者准入。因此两种范式也存在一定的城

市适用性。创新竞争力强、处于创意价

值链上层的城市，实际上是稀缺的存量

用地挑选创新企业，“先验”型的红线式

规划比较适宜；城市竞争力一般、不处

于创意价值链中上层的城市，实质上是

创新源“良禽择木而栖”，创新用地供给

为了争取到优良的创新企业应当作出适

当调整与妥协，“试错”型的清单式规划

比较适宜。囿于文章篇幅，本文对于

“先验型”规划、“试错型”规划的具体

指标选取尚未涉及论述，此问题尚待进

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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